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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旨在從地理學的角度，書寫灣仔進教圍的空間故事，探討進教圍的興衰怎樣與⾹港的城市

發展軌跡呼應。有別於社會學的⽣命歷程和歷史學的⼜述歷史，地理學的空間故事強調事物的

空間性，將無數⼈的空間實踐寫成敘述，緊扣時間順序和空間設置，分析城市過程。建基於前

⼈研究，本⽂嘗試豐富對灣仔進教圍的理解。形成於⼗九世紀中後期的灣仔進教圍是華⼈教徒

聚居的地⽅。本⽂描述這個城市社區的⽇常⽣活，及其地理景觀在⼆⼗世紀歷史脈絡中的轉變，

從中揭⽰在資本主義的城市發展下，灣仔進教圍可以被視為⼀個案例，⽤以理解⾹港⼟地發展

體制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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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to	tell	the	spatial	story	of	St.	Francis‘s	Yard	in	Wan	Chai	from	the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discussing	 how	 its	 rises	 and	 falls	 echo	 the	 urban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Hong	Kong.	Other	than	the	life	course	in	sociology	and	oral	history	in	history,	the	
methodology	of	spatial	story	in	geography	highlights	the	spatiality	of	processes.	By	putting	spatial	
practices	into	narratives	and	closely	linking	the	spatial	setting	and	temporal	sequence,	spatial	
story	 is	useful	 to	analyse	urban	processe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St.	Francis‘s	Yard	in	Wan	Chai.	Forming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t.	
Francis‘s	 Yard	 has	 been	 an	 urban	 community	 for	 Chinese	 laity.	 This	 article	 documents	 the	
everyday	life	in	this	urban	commun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landscap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us	uses	it	as	a	case	to	analyse	how	the	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	in	Hong	Kong	has	been	
formulated	alongside	the	capitalist	urban	processes	of	Hong	Kong.	

																																																													
1	承蒙天主教⾹港教區檔案處批准查閱及複印教區檔案（版權特許編號：	HKCDA-DOC/002/2016），特此致謝。本

⽂部分內容改寫⾃⾸作者未出版的本科畢業論⽂第三章研究過程幸獲多位匿名受訪者提供寶貴資料，以及英國皇家

地理學會⾹港分會的財政⽀持，謹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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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甫從列⾞⽉台登上⾦鐘鐵路站的⼤堂，在出⼜處⾛進看不到盡頭的⾏⼈隧道，經過⼗多分鐘的

步程，可到達位處灣仔的太古廣場三期。過去近⼆⼗年，⾹港的商業中⼼區不斷擴張，⾃中環

向東延伸。城市⾯貌亦配合城市發展的軌跡，添上新元素。原先是⾦鐘地標之⼀的太古廣場，

也在這擴張過程中延伸到灣仔星街⼀帶。太古地產在 2004 年建成了太古廣場三期，以⾏⼈隧

道為作連接，務求以最具效率的⽅法連起⾞站和辦公地點。步出太古廣場三期，便是星街⼩區。	

⾹港旅遊發展局的網站上，介紹這區為「時尚餐飲娛樂集中地，由⽇街、⽉街、星街及永豐街

組成，並以太古廣場三座為中⼼」。太古地產先後花上⼗多年時間，在星街購入⼟地，在

1999年建成星域軒，再建起廣場地標，繼⽽在 2008年參與特區政府發展局與市區重建局轄下

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的競投，以公私營合作的形式，引入藝廊、咖啡室、餐廳和豪宅，⽤

⾼檔⽂化及中產⽣活⽅式的蘇豪區包裝，將這⼀帶打造成星街⼩區2。	

在星街⼩區裏，有⼀座樓⾼四⼗⼆層、座落於星街⼀號的豪宅，地⾯外牆寫上「天主教聖母聖

衣堂」，這個堂區曾經是殖民地初期天主教會在維多利亞城內建⽴的⾸三個堂區之⼀，如今成

為了⾹港⾸個位於私⼈屋苑內的天主教聖堂，佔⽤這座豪宅的地下、⼀樓及閣樓。以聖⼈命名

的聖佛蘭⼠街（St.	Francis	Street）和進教圍（St.	Francis	Yard），只成為地圖上的線條，幾條

街道的名字⽽已（圖⼀）。⼤抵沒有⼈可以想像得到，在近百年前，此處是何等熱鬧繁盛的天

主教社區。2016 年，是天主教紀念⾹港開教⼀百七⼗五周年及教區成⽴七⼗周年，在向本地

⼈的傳教史中，進教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城市的歷史，只有書寫下來，才不至於淹沒在

發展的洪流中。	

空間故事的重要性	

「空間故事」（spatial	story）是本⽂的研究⽅法論。在地理學中，空間長久⽽來是最核⼼的

概念，近年不少地理學家主張社會關係塑造空間，於是深入研究社會—空間過程，掌握社會個

體和群體怎樣與空間互動3。當代最具影響⼒的地理學家之⼀ David	Harvey 致⼒於發展「歷史

地理唯物論」，其中他主張空間⽣產是資本累積的過程。Harvey 提出以「城市過程」（urban	

process）來理解社會關係在城市空間參與資本累積的過程4，並在其新書中5，再度發表這個看

法，認為即使過了三⼗多年，尤其近年全球出現資本過度累積的危機，這理論仍然能有效地理

解資本在建成空間的角⾊。簡⽽⾔之，空間有三層意義，第⼀層是物質性的絕對空間

																																																													
2	Lee,	J.W.Y.	and	Tang,	W	S.,	“The	hegemony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Re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G/IC)	land	in	Hong	Kong”,	in	Urban	Studies	(2016,	doi:	10.1177/0042098016679607).	
3	Zieleniec（2007年）提供了⼀個頗為全⾯的理論綜觀，⾒：Zieleniec,	A.	J.,	Space	and	Social	Theory.	(SAGE,	2007).			
4	Harvey,	D.,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2(1-4)),	pp.	101	131.	
5	Harvey,	D.,	The	Ways	of	the	World.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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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	 space），有可客觀描述的位置及邊界︔第⼆層則是有社會關係的相對空間

（relative	space），社會關係出⾃不同社會角⾊對空間的各種使⽤、價值、需求、利益和定義︔

第三層是關聯空間（relational	 space），由許多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s）和空間過程

（spatial	processes）所⽣產出來，⼀⽅⾯是社會內資本與權⼒關係的角⼒，另⼀⽅⾯是個⼈

在空間的經驗和想像。城市過程與這些空間的意義密不可分，⽽三層意義並非獨⽴，⽽是互相

影響及連繫6。雖然與 Harvey的基本主張⼀致，我們更強調城市過程需要置於本地尺度的特定

時空及發展軌跡中理解，故在應⽤相關理論來把⾹港的城市過程置疑化（problematisation）

的同時，需運⽤空間故事的⽅法論。	

有別於社會學的⽣命歷程和歷史學的⼜述歷史，我們想嘗試建⽴地理學的⽅法學，強調以空間

為本位的故事，將⼈地之間在時代洪流的互動寫成「空間故事」，亦是建基於無數⼈的空間實

踐所建構⽽成的歷史地理學。⼀個地區的空間故事，由⼤量在該區內外⽣活的⼈的空間實踐所

構成7。空間故事不是描述性的敘述，其書寫過程重視空間性，以指出來⾃空間實踐的⽭盾，

涉及空間的權⼒及資本關係，透過把時間順序和空間設置緊扣起來，分析城市的過程。當下的

城市過程往往被簡化成量化的數字或符號，歷史的宏觀敘事亦僅以單⼀經濟社會發展為軸⼼，

忽略了城市發展是無數的⼈以⽇常⽣活建構⽽成。我們透過空間故事的形式來表述城市知識，

是要強調社會角⾊與其身處環境的互動，怎樣在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上交織。	

灣仔位於維多利亞城的邊陲，是華⼈的聚居處。在本地傳教史中，灣仔早在⼗九世紀已是華⼈

教徒的集中地。綜合現時已有的歷史敘述，可知星街⼀帶當時已被稱為「進教圍」，華⼈教徒

的社區位於聖⽅濟⼩堂四周，聖佛蘭⼠街亦因⽽得名。⼆戰後，該處則建有煉靈堂，後易名為

聖母聖衣堂，在 1970、80 年代，進教圍的興盛已不復再。在 1997 年，教區和長江實業達成

協議，將聖母聖衣堂拆卸重建，新堂建於星街⼀號的地下兩層，於 2001 年祝聖啟⽤。不過，

很多過程和細節都未被研究。本⽂透過書寫進教圍的空間故事，旨在探討其興盛與隕落怎樣呼

應⾹港的城市發展軌跡，從⽽豐富對本地傳教史的理解，也從地理學角度揭⽰⾹港⼟地發展體

制的形成。下⽂先建基於夏其龍的歷史考證8，略述天主教會在⾹港⼗九世紀的歷史地理，繼

⽽帶出灣仔進教圍在什麼背景下形成。然後，本⽂藉歷史檔案及訪談，探討⼆⼗世紀灣仔進教

圍經歷過的興衰，以及其與⾹港城市發展軌跡的互動。	

																																																													
6	鄧永成、王潔萍、⽂沛兒，〈城市的地理考察：以「空間故事為師」〉，原載《灣仔社區地圖集》（⾹港：雅集

出版社，2008年），⾴ 1-11。	
7	鄧永成、王潔萍，〈城市重建的空間故事：⾹港荃灣七街重建項⽬的真實紀載〉，陳映芳等合編，《直⾯當代城

市：問題及⽅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7-49。	
8	夏其龍，《⾹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港：三聯書店，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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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主教會帶同資本來到⾹港（以及灣仔）……	

英國⼈在 1841 年 1 ⽉佔領了⾹港，⾹港成為殖民地後，英國⼈在⾹港島現今中上環及⾦鐘⼀

帶發展起維多利亞城。歐洲⽂化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改變⾹港的華南⽂化地景，不僅改變城市景

觀，也帶來了西⽅宗教。西⽅傳教⼠遠洋⽽至，例如英國國教聖公會在殖民地成⽴後不久，即

在維多利亞城的中⼼興建聖若翰座堂，展開主要⾯對洋⼈的牧養⼯作。	

天主教教廷在英國⼈佔領⾹港僅三個⽉後，隨即宣布將⾹港島及周邊的地區劃成傳教區，級別

為宗座監牧區，獨⽴於 1576 年成⽴的澳⾨教區。由於在⼗九世紀的訊息傳達不如今⽇迅速，

當時的駐華總務長若瑟神⽗（Fr.	Theodore	JOSET）在 1842年初接到命令後，隨即從澳⾨趕到

⾹港開展⼯作。英國殖民者⼀來到⾹港就已宣布所有⼟地都是皇家⼟地，代表所有⼟地都屬政

府所有，除了在 1846年建成的聖若翰座堂9。政府應若瑟神⽗的要求，撥了兩塊威靈頓街的⼟

地給他。雖然若瑟神⽗得到了⼟地，但若要在其上建築，卻需要資本。若瑟神⽗於是賣掉了在

澳⾨的⼀些教會物業⽤作套現，建成了聖堂和三層⾼的物業。過了不久，若瑟神⽗就在 1842

年 8⽉，以三⼗八歲之齡去世了。		

接替他擔任駐華總務長和⾹港暫代監牧的是⽅濟會會⼠裴神⽗（Fr.	Antonio	FELICIANI）。裴

神⽗上任不久，意識到傳教區的運作及擴張需要⼤筆資⾦，除了透過來⾃普世教會的捐款和資

助以外，裴神⽗亦致⼒投資房地產。據夏其龍的考證10，裴神⽗任內不斷忙於處理物業投資的

事宜，透過購入房屋、商舖和貨倉，再出租獲利。裴神⽗的不少投資都集中在灣仔。就在他上

任不久，裴神⽗已經在灣仔星街毗連的「萬茂⾥」⼀帶建⽴墳場11，應付當年極⾼的死亡率。

在墳場⽅⾯的投資，為傳教區每年帶來可觀及穩定的收入。他在墳場附近建了⼀些房屋，包括

於 1845 年在墳場附近海邊購買了⼟地和建築物，又沿皇后⼤道興建⼀些唐樓以出租獲利，另

外也興建了修院和醫院。當時的灣仔，特別是海邊的⼟地價值甚⾼，因為⾹港是⾃由港，政府

不徵收進出⼜課稅，故當時的經濟結構以貿易為主導，⽽城市發展呈現了有利貿易的空間形態。

維多利亞城的沿海⽤地都是碼頭，供商船停泊。在維多利亞城的規劃中，港島北岸的海旁地段

被規劃成碼頭、貨倉及商業⽤地，亦是最早拍賣的地⽪12。裴神⽗在殖民地初期，購入灣仔海

邊⼟地，是有利於加速資本累積的長遠投資。⽽且，根據夏其龍的考證13，那⽚⼟地後來確實

曾出租予別⼈作貨倉之⽤。	

																																																													
9	Goo,	S.	and	Lee,	A.,	Land	Law	in	Hong	Kong.	(Hong	Kong:	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03).			
10	夏其龍，《⾹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港：三聯書店，2014年）。	
11	有關墳場的具體位置及當時維多利亞城的街道圖，可參考政府早年出版的地圖集，⾒：Empson,	H.,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1992).			
12	李慧瑩、鄧永成，〈城市空間與廣東⽂化〉，⽂潔華編，《⾹港嘅廣東⽂化》（⾹港：商務印書館，2014 年），

⾴ 161-177。	
13	夏其龍，《⾹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港：三聯書店，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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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在墳場附近興建了第⼀所聖⽅濟沙勿略⼩堂。墳場運作至 1848年已告爆滿，然後搬

到現在的跑⾺地天主教墳場。當時，除神職⼈員之外，法國的聖保祿仁愛會修女亦來到⾹港服

務。她們在 1848 年來到⾹港，起初在現今進教圍附近的山邊棚屋安頓下來，七個⽉之後才在

同區接近⼩堂的地⽅，找到較好的地⽅和開辦收容所拯救棄嬰14。1851 年，裴神⽗把墳場附

近、位處皇后⼤道的海旁⼟地和建築物，租予聖保祿修女。兩年後，裴神⽗想乾脆將這些⼟地

轉讓予這些修女。正值物業市場升溫，傳教區希望盡快賣掉那物業。事實上，傳教區甚至把灣

仔的聖⽅濟各醫院出租予英軍，以賺取租⾦來紓緩⾹港天主教教會的財務困境。1859 年，威

靈頓街重建中的的聖堂發⽣⼤⽕，把整座聖堂燒燬了，當時的監牧盎神⽗（Fr.	Luigi	AMBROSI）

急需更多資⾦。盎神⽗決定運⽤權⼒，將聖保祿仁愛會的收容所移離海旁，安置於現今星街，

又安排來⾃意⼤利的嘉諾撒修女來港服務，最後更導致意⼤利神職與法國修女間的物業糾紛及

衝突。		

1864 年，盎神⽗在今⽇的光明街位置新建了⼀所⼩堂，取代原有的那座舊堂。那幅⼟地是由

港督砵甸乍撥給教會，⽽教會不需繳納任何地租，三千元的建堂經費則從菲律賓籌得。教會在

⼩堂附近建了些房屋供教徒居住，這些屋屬於堂區管轄。灣仔的進教圍⾃此興起，範圍就是今

⽇星街、聖佛蘭⼠街、光明街⼀帶。	

與此同時，在與廣東的傳教⼠協商後，傳教區的範圍在 1860 年代擴展到九龍⼀帶，教會亦在

西貢展開傳教⼯作。值得⼀提的是傳教的空間形態，由於鄉村的村民⽣活空間相對較⼩，通常

只集中在⾃⼰的村落，以及村落之間的墟市，故傳教⼠在鄉村傳教時，會在村內設⽴聖堂，然

後村民的⽣活就以聖堂的宗教⽣活為中⼼，例⼦包括西貢鹽⽥仔和⾺鞍山村。雖然現今城市的

⽣活節奏和空間形態與鄉村⼤為不同，城市⼈通勤頻繁，⽣活空間較⼤，不過，⼗九世紀的交

通網絡和基建未成形，現今的⼤城市⽣活節奏直至⼆⼗世紀初才算形成，所以在這個比較之下，

灣仔的進教圍可以理解成傳教⼠在城市傳教模式的探索。	

發展中的城市，城市中的進教圍	

1867 年，就在新的聖⽅濟⼩堂落成後三年，盎神⽗病逝。接任的⾼神⽗（Fr.	 Giovanni	

Timoleone	RAIMONDI）在 1874年成功爭取⾹港升格為宗座代牧區，領域再擴展到新安縣和惠

陽縣，他本⼈亦被祝聖為領銜主教。當時維多利亞城的三個天主教教徒群體分別在三所教堂聚

會，分別是葡萄牙⼈的威靈頓街總堂，英國⼈的花園道聖若瑟堂和華⼈的灣仔聖⽅濟⼩堂。前

兩者位於維多利亞城內，⽽後者則位於維多利亞城邊陲，即是較窮困的華⼈和葡萄牙⼈聚居的

灣仔。	

																																																													
14	申頌詩，〈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港（1848-1998）〉，夏其龍及譚永亮合編，《⾹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

史》（⾹港：⾹港中⽂⼤學天主教研究中⼼，2011年），⾴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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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直發展，永不停步。隨着城市發展的需要，維多利亞城對穩定的電⼒產⽣需求，開始研

究供電的可能性，例如以電街燈來逐漸取代原來的煤氣街燈，另外也要供電予山頂的居民。

1888 年⾹港電燈成⽴，覓址興建⾹港⾸家發電廠。考慮到發電廠是⾼污染的⼟地利⽤，⾃然

不會選址城內，最終在 1889 年決定在維多利亞城邊陲，即是在灣仔興建發電廠。選址在現今

星街及電氣街交界。除發電機之外，發電廠亦建有員⼯宿舍和辦公⼤樓等。⽇、⽉、星街，光

明街及電氣街亦因⽽得名。由此可⾒，進教圍⼀帶的街道名，除了具宗教元素外，也象徵了歷

史發展。隨着電⼒需求增加，灣仔供電量供不應求，加上銅鑼灣和跑⾺地⼀帶亦開始發展，就

連聖保祿修女的⼯作亦逐漸向東⾯擴張及搬遷，⾹港電燈最終選址北角另設更⼤規模的發電廠，

⽽灣仔發電廠則在 1922年關閉並拆卸。1915年，置地公司購入聖保祿修女在灣仔的⼟地，兩

年後發展成蘭杜街及晏頓街。	

正如城市的發展永不停步，教會的發展也永不停步。1870 年代，嘉諾撒修女在進教圍建⽴修

院團體，同時辦學及提供醫療服務。據教區檔案處的統計數字，由 1867 年到 1895 年的⾹港

的教徒⼈數不斷增加，由 4,100⼈增加至 8,315⼈，在約三⼗年間增加逾⼀倍。由於年代久遠，

現時沒有辦法取得當時灣仔的教徒數字。在 1922 年，發電廠拆卸之際，聖⽅濟⼩堂也同時拆

卸。現在沒有資料準確記載拆卸⼩堂的原因，只能知道後來教會需借⽤現今星街及堅尼地道之

間的嘉諾撒修院地下舉⾏感恩祭。但是，我們憑有限的檔案紀錄作出⼤膽的推測，聖⽅濟⼩堂

的拆卸，是因為教會想將灣仔及其以東的地區集中管理。跑⾺地聖瑪加利⼤堂在 1922 年動⼯

奠基，1925 年落成，灣仔⼩堂其後變成附屬於跑⾺地的⼀個彌撒中⼼。更有⼒的證據是，聖

瑪加利⼤堂的主任司鐸是司徒廷昭神⽗，⽽他本來是灣仔聖⽅濟⼩堂的主任司鐸。⽽原來⼩堂

的地⽪，則重建為房屋。按傳教區當時的投資決定來推斷，當年拆卸那⼩堂，有很⼤可能是為

了套現來建其他聖堂。	

教會也許很快就發現當時拆卸⼩堂的決定缺乏長遠視野。1932 年 6 ⽉ 1 ⽇，⼩堂的新任神⽗

理雅各（Fr.	 James	ZILIOLI）上任。他就任不久就發現灣仔是相當窮困的地⽅，⼈⼜密度⾼，

⽣活空間很擠逼，尤其有很多⼩朋友。他又發現到⼩堂空間不⾜。灣仔的教徒數⽬⼀直有增無

減，連拆卸前的舊⼩堂也不敷應⽤，根本不可能把參與主⽇感恩祭的教徒全塞進嘉諾撒修院的

地下。對此，他採取了兩個空間策略。第⼀，由於善會及兒童的活動空間不⾜，他向嘉諾撒修

女借⽤修院空地作活動場所。第⼆，由於地下⼩堂空間有限，只能容納⼀百五⼗⼈，他只好向

當時的宗座代牧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ALTORTA）申請，每主⽇加開幾台感恩祭。不過，

這些策略都無法有效紓緩問題。對理神⽗和進教圍教徒來說，他們渴望籌建新聖堂，但他們既

沒有空間（⼟地），也沒有⾦錢（資本）來興建新聖堂。於是，作為教會成員，他們透過祈禱

的宗教⽅法來祈求有新聖堂。正值當年教宗庇護⼗⼀世⿎勵教徒為煉靈祈禱，進教圍的⼈就⾃

1934 年 10 ⽉煉靈⽉起，集合在⼩堂為煉靈祈禱。表⾯上，這體現出進教圍教徒對天主的信

德，但從世俗的觀點來看，理神⽗和進教圍的教徒實際上以祈禱，在⼩堂這個空間裏展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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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意志，更甚者可理解成抗爭⼿段，⽽他們當然不會直接給予傳教區壓⼒。顯然，恩主教

感受到進教圍及灣仔教徒的決⼼，在 1936 年 11 ⽉ 2 ⽇，親⾃到進教圍與教徒⼀起為煉靈祈

禱並奉獻感恩祭，並且答應在灣仔成⽴⼀個堂區。當天，進教圍的神⽗和教徒⼀共奉獻了⼗三

台感恩祭。	

恩主教委派副主教戴遐齡神⽗（Fr.	Antonio	RIGANTI）處理買地事宜。根據教區檔案，當時戴

神⽗屬意發電廠的遺址，即星街的⼟地。故此，戴神⽗與港燈商量購地事宜。港燈於 1937 年

5 ⽉ 28 ⽇以信函回覆，並夾附⼀張地圖（圖⼆），展⽰港燈當時在灣仔擁有的資產，即內地

段 2837。港燈將內地段 2837 分拆成 C、D、E、F 四個部分，⾯積分別為 19,700、14,500、

35,800 和 17,000 平⽅呎。戴神⽗最終選定了⾯積最⼩的 D 部分，佔地 14,500 平⽅呎。港燈

當時開價每平⽅呎$4，⽽戴神⽗討價還價，最終以呎價$3.3，亦即以$47,850的價錢，在 1939

年 12 ⽉ 3 ⽇成交。然⽽，雖然交易由傳教區促成，但非由傳教區完成，⽽是由堂區完成。其

中⼀個可能原因是傳教區受 1920、30 年代的全球經濟⼤蕭條影響，⾯臨財政危機，甚至要向

教廷提出請求，調動資⾦以應付傳教區⽇常開⽀。當時⼀位進教圍的熱⼼教徒⿈順英先⽣，慷

慨地付出這筆錢來買下地⽪，事後亦未曾要求教會還錢。部分現存歷史敘述忽略了這幅⼟地的

歷史，亦有部分誤把這塊⼟地當成原為教徒擁有的地⽪。	

為了更了解當時情況，本研究訪問了⿈順英的⼀位親戚。這位匿名訪問對象 1930 年代在⾹港

出世，現在已達八⼗多歲⾼齡。她兒時與⿈順英伉儷⼀起在灣仔⽣活。她說：	

「她（⿈順英之妻⼦）和她丈夫與英國⼈做單⾞⽣意。他在⼆戰前在進教圍⼀帶買了不少

物業，其中有⼀間屋是三層的，地下是他們做⽣意的地⽅，樓上分別是他和我家的居所。

他在打仗前，已經捐了⼀筆錢給教會去買星街的地。」15	

灣仔是窮困地區，進教圍內這麼富有的⼈少之有少。即使教會得到了⼟地，也要想辦法籌募建

築費。恩主教在⼟地成交後，很快就草擬了⼀篇⽂稿，打算廣邀社會賢達捐款⽀持。他在

1940年 1⽉ 29⽇寫成初稿，當中寫到：「I	wish	to	appeal	 to	you	on	behalf	of	Wanchai,	 the	

poorest	but	perhaps	the	most	fervent	of	the	Catholic	parishes	in	Hong	Kong.（我謹代表灣仔—⾹

港所有天主教堂區中最貧窮但或許是最熱烈的⼀個—向你們作出呼籲。）」他形容灣仔為

slummy（貧民區），又提到將在聖堂內設有會所，供⼩孩聚腳。他又說「I	hope	to	invite	you,	

in	(I	trust)	about	a	year‘s	time,	to	the	opening	ceremony。（我希望邀請你們在（我相信）⼀年

間來到開幕典禮」。有⼈，可能是主教身邊的幕僚，建議將第⼀句改為「I	wish	 to	appeal	 to	

you	on	behalf	of	the	children	of	Wanchai,	the	poorest	district	perhaps	in	Hong	Kong.	（我謹代表

																																																													
15	⿈順英親戚訪談錄，	2016年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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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最貧窮的地區灣仔內的兒童向你們作出呼籲。）」另⼀⽅⾯，有⼈也建議主教不要以牧函

的形式發信，⽽改以籌款呼籲形式，才可以吸引社會更多⼈留意。	

最後，恩主教在 2 ⽉ 11 ⽇發出定稿。第⼀段就提及灣仔窮困的⽣活情況，包括以「poorest	

among	the	poor（貧窮中的最貧窮）」、「slums（貧民區）」等字眼來形容灣仔，又形容到

灣仔的居民三餐不繼，流離失所。他在信中又說，灣仔區有近三千個教徒，他們急需有⼀座聖

堂，故此邀請⾹港教徒捐款⽀持。當時正值四旬期，所以也算是⼀個合適募捐的時間。當時進

教圍內的⼈都滿⼼期待有新聖堂，可惜受第⼆次世界⼤戰影響，1941 年⽇據時期開始，建堂

⼯作被逼暫停，不少教徒更加到中國⼤陸⾛難。經過三年多的⽇據時期，⾹港需要回復起來。

戰後，⾹港的天主教會在 1946年升格為正式的教區，在主教領導下運作。	

不少教徒隨戰事平息，回港後亦返回進教圍。⿈順英的親戚也在⽇據時期逃難回中國⼤陸：	

「⾛難完之後，我在1946年返回⾹港，⾒到⾃⼰原本住的那間屋被別⼈霸佔，唯有在進教

圍內另找其他地⽅居住，也無辦法，畢竟戰後很多⼈都沒地⽅居住，又不能住回⾃⼰本來

的居所。」16	

受訪者指出，⿈順英之妻⼦則在⽇據時期到了澳⾨避難，也是在戰後回到進教圍，不過⿈順英

本⼈就不幸在戰亂期間被⽇軍捉去，⾃此失蹤。	

進教圍的教徒戰後更加窮困的⽣活，無損他們籌建聖堂的決⼼。他們亦依然重視宗教⽣活，當

年約⼗歲的受訪者表⽰，每天都會和進教圍內的街坊到聖堂參與感恩祭，亦加入了善會天神會。

受訪者稱，天神會的對象是⼗四歲以下的兒童，⼗四歲以上的女孩加入天神孝女會，男孩則加

入天神孝⼦會，又形容天神會就好像⽬前的主⽇學，⽽天神孝女會和天神孝⼦會則類似主⽇學

導師。	

1947年 10⽉，恩主教重啟建堂籌款計劃（圖三）。受訪者形容了當時的籌款情況：	

「那時聖堂籌款建築新聖堂，我們幫忙籌款，神⽗叫我們每⼈拿⼀本簿，站在聖堂⾨⼜叫

⼈捐款，記下捐款⼈的姓名。」17	

1948 年，理雅各神⽗也製作了⼀張單張，以中英雙語，邀請教徒捐款。他在單張上印製了當

時的建築圖則（圖四），可⾒當時的設計頗為宏偉。事實上，這個由 K.	C.	Chiu	&	Co.和 Y.	H.	Ho

設計的圖則已經得到政府⼯務司批准，只要⼀有經費，可以隨時動⼯。	

																																																													
16	⿈順英親戚訪談錄，	2016年	3⽉	5⽇。	
17	⿈順英親戚訪談錄，	2016年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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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這個設計初稿過於宏偉，價格⾼昂，最後有必要簡化設計成最終⾯貌。最後的建築

費⽤達三⼗萬⼆千元，⽽進教圍教徒相當努⼒去籌募經費，又向⼀些學校籌款，例如華仁書院

透過義演話劇籌得五千元，又得喇沙書院、⾹港⼤學利瑪竇宿舍及聖保祿書院等學校捐款⽀持，

最終進教圍及灣仔教徒籌得的款項為⼗六萬七千元，餘款則由教區墊⽀，可⾒該聖堂的建築開

⽀超過⼀半由進教圍及灣仔教徒承擔。1949年 2⽉底，⼯程開展。又在 1949年 9⽉舉⾏奠基

禮。1950年 7⽉，煉靈堂祝聖啟⽤。1951年 9⽉，基⽴學校開辦。⽽到了 1957年，煉靈堂

易名為聖母聖衣堂。	

聖堂建築樓⾼五層，聖堂及神⽗宿舍位於四、五樓，地下數層則是會所和基⽴學校。會所幾乎

每晚都有善會聚會及教徒團體活動。受訪者描述了⾸次踏⾜新落成聖堂的經歷：	

「我第⼀次踏進那間聖堂，就是祝聖禮。那天很熱鬧，有很多⼈，⼤家都很開⼼地慶祝，

還有聖母像在進教圍內出遊。我本身很喜歡打籃球，建築物外有個籃球場，那個籃球場上

的第⼀場球賽，就是由我落場打的。」18	

至於建堂後的⽣活，受訪者形容：	

「星街全部都是數層⾼的矮屋，那時進教圍內住滿教友，街上有不少⼩販。每逢主⽇和慶

⽇，聖堂內都會有很多⼈。進教圍整體給我的感覺是無分彼此，相處融洽。那時我很喜歡

和其他⼩朋友⼀起留在聖堂玩，特別是那個會所。」19	

⼀位受訪的神⽗亦描述兒時在進教圍⽣活的情境，他形容進教圍的⽣活都以聖堂為中⼼，經濟

活動除⼩販外，更令他難忘的是有⼈在進教圍內養雞20。	

聖堂落成後，1953 年發⽣了程野聲、魏蘊輝兩位神⽗被殺的案件，為進教圍教徒帶來沉重打

撃，真相至今未明。除此以外，往後的發展就如受訪者所描述般順利。教徒在進教圍內安居樂

業，又有充裕的空間渡過宗教信仰⽣活。不過，城市依然繼續發展，資本在城市中仍然不斷尋

找空間，固定下來，繼續累積與循環，永不⽌息。	

⼟地發展體制對進教圍的影響	

當聖母聖衣堂和基⽴學校在 1950 年代建成後，為進教圍及灣仔提供了宗教和教育的⽣活空間，

進教圍⾃此成為了⼀個健全的天主教城市社區。基⽴學校不僅開辦上、下午校，也有開辦夜校。

																																																													
18	⿈順英親戚訪談錄，	2016年	3⽉	5⽇。	
19	⿈順英親戚訪談錄，	2016年	3⽉	5⽇。	
20	⼀位在灣仔進教圍長⼤的神⽗訪談錄，	2016年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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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校是私⽴學校，下午校則為津貼學校。⼀位在 1960 年代入職基⽴學校的⽼師在描述當年

的進教圍時說：	

「那時候的⼈相熟，鄰居也很混熟，不⽤關上家⾨。那時我每天路經進教圍中，雖然不會

⾒到明顯的⼗字架標記，但教友⾛過碰⾯，都能叫出對⽅的名字，又會打招呼，說⾃⼰煮

了什麼餸菜，晚些拿點給你。」21	

然⽽，這種社區的⽣活只維持不太長的⽇⼦。這位受訪的⽼師憶述，約在 1970 年代，進教圍

內有發展商收購物業，很多教徒由於舊樓清拆⽽搬離進教圍，遷到其他地⽅居住，不少學童亦

隨⽗母遷至其他地區轉校讀書，令基⽴學校的學⽣⼈數銳減，與入職初期比較，每天⽣活的進

教圍亦已⼤為不同22。	

我們主張，由政府主導和由發展商落實的⼟地發展體制在 1960 年代開始形成23。⾃從上世紀

60、70 年代⾹港的房地產市場與⾦融股票市場掛勾後，以地產發展商為⾸的華資得以進入過

往被英資主宰的⾦融市場⼤展拳腳，容易地在市場上集資。這樣不單令地產資本更集中，累積

過程更快，促進房地產市場急速發展，令政府在⼟地⽅⾯的稅收增加，甚至成為政府最⼤的收

入來源	，使房地產有能⼒左右⾹港經濟命脈。	

⼟地發展體制有兩個特點值得我們留意，第⼀是政府主導，第⼆是地產發展⾃殖民地初期已主

導社會。如前所述，英國殖民政府將⾹港的⼟地都納為皇家⼟地，⽽在 1842 年簽訂《南京條

約》之前，英國殖民者早已在 1841 年進⾏⾸次賣地。回顧⾹港的殖民史可以看到，政府壟斷

⾹港的⼟地後，為了令政府運作的有效性先於資本累積的邏輯，政府⼀向都善於因應時移世易，

配合市場⽽改變⼟地政策。	

另外，房地產發展長久以來已主導⾹港社會。上⽂從地理空間角度闡述傳教區發展史時，已強

調不僅發展商，就連教會都長期牽涉在房地產買賣及投資當中。在 1960 年代，股票市場及房

地產市場掛勾後，房地產買賣更普及到⼀般市民身上。在個⼈層次，當市民⼿上⼀有餘錢，如

在股票市場獲利，就會將資⾦再投資到房地產市場，反之亦然。與此同時在城市社會的層次，

為了準備在股票市場取得資本以擴張，房地產市場要透過不斷的商品化，增加地產單位的銷售

量，以提⾼年度總帳的利潤率。	

																																																													
21	前基⽴學校教師訪談錄，	2016年	3⽉	5⽇。	
22	前基⽴學校教師訪談錄，	2016年	3⽉	5⽇。	
23	Tang,	W-S.,	 “Hong	Kong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	 i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8,	Volume	49	Issue	3),	pp.	341-361.	及 Tang,	W-S.	&	Yip,	K-C.	M.,	“Unchallenged	
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	and	everyday	life	of	residents	in	high-density	Hong	Kong”,	in	Towards	an	Inclusive	City:	
Practice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Jeon,	H.G.	(Kyoto,	Japan:	Horitsu	Bunka	Sha,	2016),	pp.	92-103.	(in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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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進教圍亦無可避免被扯進⼟地發展體制之內。進教圍的舊樓引來發展商垂青，將這區重

建。把三層⾼的舊樓房，重建為新式洋房。現存的例⼦包括光明街的澤堂樓（1975 年落成的

六層物業）、進教圍的寶豐⼤廈（1978年落成的⼗三層物業）、⽉街的⽉星樓（1975年落成

的六層物業）和⽇街的⽇新樓（1972 年落成的六層物業），儘管⼀些進教圍內的三層舊樓房

仍保存在區內，例如⽉街 13號、聖佛蘭⼠街 7號和 8號。在該區定居多年的教徒因重建⽽遷

出，亦有不少外來的⼈遷入，天主教城市社區的⾊彩漸漸褪⾊，進教圍的光景亦不復再。	

直至 1980年代，進教圍及灣仔迎來更⼤的改變。這⼟地需求及供應的改變⼀⽅⾯是由於 1970

年代末⾹港的⼯業活動⼤規模地遷移到改⾰開放後的中國⼤陸，另⼀⽅⾯是因為⾹港地產發展

商要求政府每年供應可發展的⼟地後，政府⾃此成⽴⼟地闢增特別委員會及後續政策調整等等

的回應。中國與英國在 1984 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標誌着當時⾹港殖民地的狀態快要終

結。這代表有關⾹港前途問題的國際談判終結，也意味即將在較低層次展開政策博弈。不論對

中國還是英國，當時也有逼切需要去維持經濟的繁榮及社會穩定——共識就是視房地產業為經

濟乘數。然⽽，中國政府限制⾹港政府每年的賣地上限為五⼗公頃，⽽⾹港政府就透過市區重

建及填海來擴⼤⼟地供應。	

⾃從 1980 年代合和中⼼在灣仔落成後，胡忠⼤廈及多座商業樓宇亦相繼落成，象徵⾹港的商

業中⼼區已由中環擴展到灣仔，因此，灣仔的地租顯着提升。如前所述，⼟地買賣受限制，政

府為了繼續穩定⼟地供應，經過發展新市鎮的階段後，採取了回到海港的空間發展策略。

1980 年代，政府發表《全港發展策略》，及後數年間作出修訂，提出《海港及機場發展策略》

和《都會計劃》，基本上奠定市區重建的重要地位。1980 年代末由政府成⽴的⼟地發展公司，

把⾹港島的市區標籤為城市衰落的地區，⽽灣仔更被標籤為九個最衰落的地區之⼀。⾃此，城

市景觀因市區重建⽽變得截然不同，發展商透過改造城市的建成空間來賺取收益。	

進教圍⼀帶亦是發展商的⼼頭好。故此，剛在 1970年代經歷過重建的進教圍，再⼀次於 1980、

90年代重建，包括 1989年落成的星街 7號永星苑。其中，太古地產更投放超過⼗年時間，在

星街及進教圍⼀帶購入⼟地，發展起豪宅及商廈。教會服務的發展亦受挫，基⽴學校的教師和

學⽣越來越少。根據教區檔案處的統計數字，在 1992 學年，基⽴學校只有 9 位⽼師（5 位教

徒，4位非教徒）和 81位學⽣（7位教徒和 74位非教徒）。教師及學⽣⼈數極少，基⽴學校

作為天主教學校，發展空間⽇益萎縮，這個困境更成為⽇後教區結束基⽴學校，甚至是重建聖

母聖衣堂的理由。	

結語	

本⽂的⽬的，是透過書寫灣仔進教圍的空間故事，了解這個曾經在⾹港存在的天主教城市社區，

探討其興盛與隕落怎樣呼應⾹港的城市發展軌跡。藉簡述⼗九世紀天主教會在⾹港和灣仔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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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們帶出物業投資、⼟地發展與傳教⼯作⾃殖民初期的緊密聯繫。我們發現，教會在灣仔

的物業投資，亦呼應整體維多利亞城在⼟地利⽤和規劃⽅⾯的發展軌跡。另外，我們透過歷史

檔案和訪問，疏理進教圍的形成過程，也整理出煉靈堂（後稱聖母聖衣堂）的建堂過程。我們

不僅澄清了⼀些對建堂歷史的誤解，更嘗試把其空間故事置於更⼤的地理尺度中理解，從⽽豐

富本地教會發展史。我們更進⼀步，以進教圍的案例，探索⼆⼗世紀的⾹港城市發展，以及⼟

地發展體制的形成過程，怎樣與⼀個天主教城市社區的興衰互相影響。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

透過本⽂令讀者認識進教圍及星街⼀帶在⾹港城市及⾹港天主教舉⾜輕重的角⾊，以及其豐富

的歷史地理，其空間故事不只是由發展商和政府合⼒建構的⽂化蘇豪區⽽已。	

事實上，有關天主教在灣仔的空間故事還未結束。雖然進教圍在 1970 年代起已漸漸由社區轉

變成⼀條街道的名字，但聖母聖衣堂依然是⼀個充滿活⼒的堂區。在 1990 年代中期，教區停

辦基⽴學校後，便宣布聖母聖衣堂的重建計劃，把該地段售予發展商，重建成豪宅。在聖母聖

衣堂重建的空間故事中，更可體現出⼟地發展體制的運作，當中牽涉教區、堂區、政府、發展

商和社區等多個社會主體的互動。該空間故事不僅描述線性的市區重建過程，更是突顯空間和

權⼒之間的辯證過程，尤其涉及權威、談判、妥協、抗爭等在空間中的權⼒模式24。然⽽，那

是值得另⽂再論的空間故事了。	

	

	 	

																																																													
24	Allen,	J.,	Lost	geographies	of	power.	(Malden,	MA:	Blackwel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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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灣仔進教圍的位置圖（來源：⾹港特別⾏政區政府地理資訊系統25）	

	

圖⼆：港燈 1937年 5⽉ 28⽇致戴神⽗回函夾附的地圖	（圖⽚來源：天主教⾹港教區檔案處）	

																																																													
25	地圖取⾃⾹港特別⾏政區政府地理資訊系統（	http://www.map.gov.hk/），版權由政府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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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恩理覺主教戰後重啟煉靈堂籌款計劃的呼籲（圖⽚來源：天主教⾹港教區檔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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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理雅各神⽗發出的籌款呼籲（圖⽚來源：天主教⾹港教區檔案處）	

	

	


